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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诺族的 “跨越”与 “双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丰富深刻内涵。民族与环境，

提供了人与自然互动演变的新视角，环境 “型塑”民族，民族 “人化自然”，前者由强到弱，后者由弱到

强，最终趋于均衡，成为走向 “生命共同体”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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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与环境，将总体意义上的 “人类”和抽

象的 “人”具体化为某一人们共同体，提供了探

讨人与自然其余部分之间互动演变关系的新视角。

从这种有别于传统、整体 （全球、世界或宇宙）、

区域、国别、专题等的新视角，以民族地区 “跨

越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为实例，探讨经济开

发与环境保护之间如何达到均衡，从而有可能为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一个时代性命

题。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７年来，不仅领导中国人民



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且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成

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

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

较多研究成果，但从生态环境维度深入探讨自然在

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演

变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顾海良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常包

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的 ‘中

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

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

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 ‘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

体实际过程中，总结中国的实际经验，把这些经验

上升为科学理论，使从中国实际中得出的新的思

想、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的新内涵和新形式。这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理

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

程；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

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这两个方面交互作用、

结为一体，呈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过

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２］照此理解，马克思

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

践及其经验的理论升华和马克思主义化的有机统

一，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应用、丰富

和发展，是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中具有中国气派、

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

和发展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

化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的运动变化过程。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形成，中国

各民族的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以及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充分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

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

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１］

实践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也

没有止境。林超民教授指出：“科学注重的就是差

异，忽略了差异就不可能得出普遍的规律。” “没

有对特殊性的把握，就谈不上对一般规律的总

结。”“只有切实地研究事物的不同特点，我们才

能避免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我们的研究才可

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基诺族便从原始社

会末期的农村公社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实现了其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次 “跨越”。

从１９５８年两次民族识别到１９７９年５月３１日国务

院批准 《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基诺族被正式

确认为单一民族，成为其民族过程的里程碑。杜玉

亭在 《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中指出：“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诺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越过了几个历史时代，由原始社会末

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农村公社阶段飞跃到社会主

义，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４］１在１９７９

年以来的３０余年中，基诺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许多指标赶上和超过了周边兄弟民族，成为 “后

进”赶超 “先进”的典型；在其经济社会 “跨越

式”发展的同时，基诺山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

２００８年被命名为 “云南省生态乡镇”，２０１４年被

命名为 “国家级生态乡镇”，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

走向 “双赢”① 的取向日益凸显。基诺族的 “跨

越”和 “双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

化的丰富深刻内涵，尤其为在生态环境维度探讨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典型个案。

本文试图以基诺族的 “跨越”与 “双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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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何实现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的 “双赢”，是人类文明进程绕不开的挑战之一，尤其是传统工业化进程中遇到

的经典性难题，一些西方学者曾针对西欧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 “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探讨，

并在国内学界引起探索和争鸣；基诺山大规模的橡胶种植等，也带来了有别于 “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但其国

土面积６０％以上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林，８８２４％的森林覆盖率，以及当前的生态茶园建设、环境友好型橡胶
园改造、严格的野生动物保护和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保护 “自觉”。本文探讨的 “双赢”，主要基于这样的实践基础。



个案，从生态环境维度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

化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基诺族同胞和相关领域

同仁。

一、民族识别的生态环境之维

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是为落实马克思主义民族

平等理论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

措。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到１９７９年５月３１日国务
院批准 《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先后识别确认

了５５个少数民族，奠定了 “５６个民族 ５６朵花”
的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新中国的民族识

别，是一项具有较高 “科技含量”的系统工程，

集中体现在其程序和标准的严格性两方面，同时还

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等特点，拟在今后的研究中

进一步探讨。

民族识别的程序和标准的严格性，这里也不宜

作技术性的深入探讨，仅仅从基诺族识别和确认的

长期性、艰巨性就足以释证。从１９５８年杜玉亭先
生等民族识别组对基诺族进行第一次识别，到

１９７９年国务院批准确认基诺族为单一民族，前后
三次识别历时２０余年，可见民族识别的严肃性、
严谨性。据杜玉亭先生回忆：“笔者首次对基诺族

识别的时间是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７日—２３日，由全国人
大民族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彝族分

组派遣。”“当我们如期而至基诺山寨进行调研，按

照诸项要求写了一份调查资料返景洪，向方 （国

瑜）、林 （耀华）等多位领导汇报后，他们肯定了

此次调查资料的内容丰富，但又指出在基诺人识别

问题上缺乏倾向性意见，建议再进行第二次识

别。”［４］２９－３０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６日至１２月９日，我
们又在基诺山寨进行第二次调研，其时正值 ‘大

跃进’的 ‘大战钢铁’，基诺山人人在日夜苦干，

我们为完成任务亦在日夜投入。”［４］３０杜玉亭先生在

《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中指出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
１８日至１２月４日，我们对基诺人的社会历史和语
言进行了调查研究。”［４］１

关于民族识别的标准，首先是坚持了经典作家

的相关论述。马克思在 《摩尔根 〈古代社会〉一

书摘要》中说：“独特地拥有一定的方言和地域”

的部落融合成一个民族。列宁认为，“民族应当有

它发展的地域”，“一个民族应当有它共同的语言、

心理和生活条件等特点”［５］。斯大林在 １９１２年底
和１９１３年初写的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

中首次对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在１９２９年写的 《民

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民族是

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

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

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６］。杜

玉亭在 《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中指出：“基诺

人有自己的共同语言、共同居住地域，在经济和文

化习俗上有一定特点，也有自己的共同心理状

态。”［４］６可见，民族识别首先遵循的是 “四个标

准”。同时又不拘泥于 “四个标准”，而是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对民族识别的标准进一步丰富和完

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把民族主体的意愿作为

民族识别的标准。杜玉亭先生指出：“在基诺洛克

公社党委组织的包括各行各业的座谈会上，不少同

志说：‘基诺人与别的民族不一样，不是哪个民族

的支系。’老人们说：‘从分天分地分界限时，基诺

人就同其他民族不一样，应当是一个民族。’”［４］６

２００５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出台的 《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对民族的概念和特点

进行了新的界定和概括，指出民族 “是在一定的

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在历

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

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７］，由此不难看

出，对民族特征进行了新的提炼和概括。

关于民族识别的标准及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

蕴，杜玉亭先生在 《云南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 ６
期发表的 《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

识别的宏观思考》一文中已有较多阐述［８］。在民

族识别的诸多标准中，“文化”是一个需要特别关

注的要素，因为 “文化”被认为是民族的 “根

本”。黄淑娉指出，文化是民族的 “根” “标志”

和 “根本尺度”［９］。民族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文化差

异，“自西方民族学 （文化人类学）诞生之日起，

对人的关注和研究就从体质转移到了文化，” “中

国民族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文化为自己的研究对

象。”［１０］林超民先生也认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构成民族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最显著的特征。”

“文化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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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创造了民族。”“中国古

代，就是以文化作为尺度来划分族类的。”“所以，

文化特点与文化传统是民族的根本特征，文化是区

分民族最重要的标志。”［１１］４－５因而，文化的消失意

味着民族的消亡。“所谓民族消亡，指的是民族特

征和民族差别的消失，一切民族互相融合而成为一

个共同的整体，即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不存在了，

而融合成了一个统一的 ‘全人类共同体’。”［１２］

“由于诸多原因，人类不可能创造同一模式的文

化。人类创造的不同模式、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

文化，将人类塑造为不同的民族。”［１１］４

而在民族识别的各种标准中，诸如共同的语

言、经济生活、心理素质、民族意愿等，在文化学

或文化人类学中，几乎都可以整合到 “文化”的

内涵中。其中的 “共同地域”，则大致可以作为自

然环境、地理环境或生态环境来理解。这样，也就

融会贯通了胡适等人对文化内涵的精辟赋值。胡适

在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我想

提出几个基本观念来做讨论的标准。第一，文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
第二，文化 （Ｃｕｌｔｕｒｅ）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
的方式。”梁漱溟认为，文化是 “生活的样法”。

钱穆则走得更远，是典型的 “地理环境决定论”

者。“森林孕育的文明”，生动地揭示了基诺山的

生态环境对基诺族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密切

联系。

总之，民族识别的标准，实际上主要是民族形

成和发展中形成的文化，是一个民族适应其生存环

境的 “总成绩”，由此可见，生态环境在民族形成

和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民族与环境，密不

可分。

二、自然环境对民族的 “型塑”

对民族的认识，首先来自其外部特征的感性经

验。从服饰、民居等物质文化，到歌舞、语言等非

物质文化，再到社会心理及思想观念等意识层面，

形成对民族的总体性认识。“历史从哪里开始，思

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

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

式上的反映，”［１３］即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一）自然环境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基诺族民居及其变迁，直观生动地表现了自然

环境对民族文化的 “型塑”。基诺族传统民居，是

典型的 “干栏式”竹楼，包括独栋建筑和长房两

种基本类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是清一色的传
统竹楼。８０年代中期，汉族式砖瓦房在基诺山的
兴起，短短几年间，大多数家庭都建造了砖瓦房。

砖瓦房一时间成为基诺山开始富裕起来的象征。但

是，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很少有人再建砖瓦房，而
是出现了 “干栏式”建筑的 “回归”。进入２１世
纪以后，“别墅式”建筑开始在基诺山出现，当地

人称 “小洋楼”。今天到基诺山村寨，干栏式竹

楼、砖瓦房、小洋楼等各式民居建筑鳞次栉比、交

相辉映，令人惊叹不已。基诺族民居及其变迁，具

有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对此已有许多专家进行过

研究探讨。就本文研究要旨而言，有以下几点尤其

值得关注。

第一，基诺族传统民居，是名副其实的 “自

然的馈赠”。无论是独栋竹楼或长房，全部是用当

地生长的树木、竹子、藤条、草排等 “建筑材料”

建造而成，整栋建筑不用一根钉子。屋顶用茅草覆

盖的，叫做茅草房，是历史上的主要民居建筑。也

有用木片覆盖的，这种木片当地人称 “闪片”，房

屋就叫做闪片房。

第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砖瓦房的兴起，首
先是当地群众经济收入增加、有了建造新居的基

础。其次是交通运动的发展，使砖瓦等建筑材料的

运输变得比较容易。再次是随着社会开放的扩大，

与外界社会的交往联系加强，提供了学习借鉴

“先进文化”的可能。建造砖瓦房，成了当时的时

尚，成为不甘落后的象征，也成了追赶先进的

表现。

第三，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后期传统民居的回
归，首先是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砖瓦房不适应基

诺山的自然环境。基诺山的气候湿热，砖瓦房不透

风，闷热，潮湿的地面还容易使人生病。而传统竹

楼的竹木板墙四面透风、凉爽，人居住楼上，不受

潮湿地面的影响，这种建筑风格其实是由当地的自

然环境决定的，或者说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产

物。不仅如此，据杜玉亭先生等专家学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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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诺族传统民居中的五根主要的柱子，分别代表不

同的 “神”，各种人生礼仪、狩猎仪式等，都与不

同的柱子有关，都有既定的位置，都要在既定的柱

子旁举行相关的仪式，因而，被称为 “五神柱”。

不论是独栋竹楼或长房，其内部的房间、走廊、火

塘等布局，都有特别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基诺

族传统民居，不仅是 “自然的馈赠”，也是 “文化

的产物”，不仅是文化的实体，而且是文化的载

体，是自然与文化有机统一的产物。其次，传统建

筑的 “回归”，实质是对干栏式竹楼建筑风格的传

承，而其建筑材料，已经变成钢筋、水泥、砖、瓦

等现代商品，其内部的结构和布局，也与传统民居

大相径庭，与现代普通楼房大同小异，而且也没有

了传统竹楼蓄养牲畜的底层。可见，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中后期传统竹楼的 “回归”，实际上与传统竹楼

已经貌合神离。对此现象，笔者最初以为是费孝通

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深入研究才发现其实相去甚

远。但是有一点十分清楚明白，这次回归的文化意

义，就是对传统民居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再次

肯定。

第四，关于小洋楼的兴起。首先是当地经济发

展、群众生活条件改善的表现。其深层次的意蕴，

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基诺族经济社会实

现了 “跨越式”发展，使当地群众也能够享受现

代化的生活条件。其次，小洋楼的建筑材料和建筑

风格，已经完全是现代化的产物，表现了基诺族民

居建筑与地方自然环境的某种深层次的疏离，以及

对现代文化的充分认同与选择，自然与文化，渐行

渐远。

然而，如前所述，虽然今天的基诺山传统的茅

草房已难以看到，但是，各种形式的干栏式建筑却

比比皆是，传统文化以创新的形式得以传承。

（二）自然环境对生产方式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民族的型塑，还集中体现在对其生

产方式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

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

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

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１４］

传统基诺社会的生产方式，据道光 《普洱府

志》之 《宁洱县采访》记载： “三撮毛，即倮黑

派，其俗与摆夷、人不甚相远，思茅有之。男穿

麻布短衣裤，女穿麻布短衣桶裙。男以红黑藤蔑缠

腰及手足。发留中、左、右三撮。以武侯曾至其

地，中为武侯留，左为阿爹留，右为阿嫫留。又有

谓左为爹嫫留，右为本命留者。以捕猎野物为食，

男勤耕作，妇女任力。”［１５］

这里首先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基诺族传统男女服

饰，还描绘了极有特点的基诺族男子发型及其文化

内涵的两种说法，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

其生产方式的高度概括：一是 “以捕猎野物为

食”；二是 “男勤耕作，妇女任力”。另据 《伯麟

图说》记载：“种茶好猎，雉发作三，中以戴天朝，

左右以怀父母，普洱府思茅有之。”由此可见，传

统基诺社会的生产方式主要有种茶、狩猎和耕作三

种，这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开展的
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但 “耕作”

的记载比较笼统，根据２０世纪中后期的调查，应
该主要是指 “刀耕火种”，因为 １９５７年以前，基
诺山没有一亩水田。与此同时，还有第四种重要的

生产方式，就是 “采集”。

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种茶等，构成传统基

诺社会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完全是由基诺

山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也仅仅能够满足基本的生

存需要，因而，杜玉亭先生形象地称其为 “生存

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基诺族从原始社会

末期的农村公社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为了改变基诺山的贫穷落后状况，开始了山区

改造的新征程。开挖水田、固定耕地、推广牛耕，

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基诺山改造的主要措
施。１９５７年开始开挖水田，学习种植水稻。到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基诺山有水田６０００多亩 （４００ｈｍ２），
基本确定了基诺山水田的规模。同时，刀耕火种的

扩大也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
８０年代初，曾经达到３３０００亩 （２２００ｈｍ２）以上的
规模。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基诺山确定了 “以林为

主”的经济建设方针，同时被列为热带山区综合

开发试验示范区。紧接着，１９８２年落实 “林业三

定”，１９８３年落实 “两山一地”，１９８４年落实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２０００年被列为 “两山” （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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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布朗山）扶贫综合开发。３０多年来，基诺山
走出了一条 “以林为主”的发展道路，橡胶、茶

叶、砂仁、水果等经济作物种植成为重要支柱

产业。

由此可见，无论是传统生产方式，还是生产方

式的变迁，都没有脱离基诺山的自然环境。从开挖

水田到以林为主，实际上都是为了更加切合基诺山

的自然环境。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揭示了自然环境影响

制约民族生产方式的普遍性。尹绍亭教授指出：

“‘经济文化类型 ’理论主要着眼于生计和物质文

化差异。将东亚各民族的生计形态划分为三种类

型：一是狩猎、采集和捕鱼起主导作用的类型 （渔

猎采集经济文化类型）；二是以锄掘 （徒手耕）农

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 （畜牧经济文化类型）；

三是以犁耕 （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 （农耕经济

文化类型）。”［１６］

自然环境对民族的 “型塑”由此可见，其实

这一点古圣先哲们早已有所关注。在当代，曾经占

据 “世界史学界第一人”位置的年鉴学派 “掌门

人”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扛鼎之作 《地中海与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开创了从长

时段中 “几乎静止不动”的自然环境的历史，到

中时段中缓慢演变的社会生活史，再到短时段中汹

涌澎湃的政治、军事史的历史编撰范式，清楚明白

地展示了人与自然其余部分之间互动演变的表层运

动与内在逻辑。在这里，不仅传统史学中的 “三

大偶像”销声匿迹，而且摒弃了中国近代史学大

师梁启超所指陈的传统史学 “四弊二病”，自然在

历史上的角色地位跃然纸上。

曾几何时，人们对 “地理环境决定论”讳莫

如深，国内外专家学者唯恐避之不及，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美国的许多世界知名大学都取消了相关学科

专业。强调自然环境对民族的 “型塑”不等于

“地理环境决定论”，对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

判也不能否定自然环境对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

响。方国瑜教授在撰写云南民族史时，实事求是地

阐述了自然环境对云南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

响。正如林超民教授指出：“就是在史学界不敢谈

论地理环境的气氛下，国瑜师实事求是地论述云南

地理环境的特点及其对云南社会历史的影响，显示

了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的学术勇气和不苟且媚俗的独

立不羁的学术品格。” “二十多年后，不少研究云

南民族史、云南地方史的著作，依然避而不谈历史

地理环境，不谈云南政区地理的沿革，不注意云南

各民族居民赖以生存、生产的地理环境，忽视地理

环境对云南社会发展的作用，这就更加凸显了国瑜

师 《云南民族史讲义》中论述地理环境的重要学

术价值。”［１７］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史的兴起，进
一步揭示了自然在历史上的角色地位。

由此可见，自然环境对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影响制约。但是必须看到，这种作用的

大小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而言，生产力越落后，

其影响就越大，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其作用逐渐减弱。 “资源诅咒”，则是最

大限度摆脱对地方性资源环境依赖的典型。马克思

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

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

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

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

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１８］

三、民族对自然环境的 “人化”

英国学者凯·米尔顿指出：“斯图尔德并不认

为相同的生态环境会产生相同的文化制度。”［１９］这

说明自然环境对民族的型塑会因民族的不同而异，

人与自然其余部分之间的互动演变具有民族性，即

民族主体不仅在其自身形成和发展中具有主动性的

一面，而且也对其生存环境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集

中体现为对自然环境的 “人化”，或称之为 “人化

自然”。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基诺山森林覆盖率仍然高达
７０％左右，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是远近闻名的
“动物王国”和 “植物王国”。水资源优质丰富，

不仅满足基诺山生产生活需要，而且还是周边勐

养、勐罕、勐仑等坝区的天然 “水塔”。这有力地

说明了基诺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之间具

有良性互动的有效机制。杜玉亭、尹绍亭等专家学

者的研究充分揭示了其中的内在联系。总体上，传

统基诺社会及其自然环境之间是一种适应性模式。

这种模式中，人对自然环境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自

然崇拜和丰富多样的祭祀仪式，表明了人对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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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和依赖。

“人化自然”的重要途径是生产劳动实践。马

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

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

的物质变换的过程。”［２０］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对基
诺山区的 “改造”，是 “人化”自然最显著的举

措。开挖水田、固定耕地、推广牛耕、 “两化”

（化肥、农药）上山、刀耕火种的扩大，以及 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 “以林为主”、落实山权林权

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扶贫综合开发等，对基诺

山自然环境则是一种改造性模式。在此模式建构进

程中，基诺山的景观及其形态、结构、性质和功能

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深深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

印，也变得更加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人化自然”的外在表现首先是景观变迁。历

史上，基诺山的景观主要由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

以及星星点点镶嵌其间的刀耕火种轮歇地、绿茵笼

罩下的聚落和河流四部分组成，总体呈现为热带雨

林景观。一年四季，都有可能云雾缭绕，甚至形成

茫茫云海。村寨之间仅有 “羊肠小道”相连，有

些地段杂草丛生，路面都很难辨认，因而难以构成

景观。

经过６０多年的山区改造，基诺山经济社会和
景观生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首先是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初期森林和土地政策的落实，所有土地
和森林都被划分成了不同的用途和功能。１９８９年６
月３０日， 《基诺山基诺族乡开展人民代表活动情
况》记载：“根据调查，全乡土地面积为９０７３６７亩
（６０４９１ｈｍ２），６００多平方公里 （ｋｍ２），其中，国
有林４６７６４０亩 （３１１７６ｈｍ２），占总面积的５１％；
自然保护区８６２５１亩 （５７５０ｈｍ２），占１０％左右。
国家占用部分为总面积的 ６１％。集体林５７４４４亩
（３８２９ｈｍ２），占 １９９４％；轮 歇 地 ２１３３９２亩
（３４７５５９ｈｍ２），占２３％；自留山１６９３３亩 （１１２８
ｈｍ２），占 ５％；水 田 ５６０５亩 （３７３ｈｍ２），占
００６％。集体和个人占用部分为总面积的３０％。其
他占用面积６００６２亩 （４００４ｈｍ２），占９％。到目前
（１９８９年———笔者注）森林覆盖率为４０％左右。”［２１］

这实际上把整个基诺山纳入了人类的发展

“规划”，无论是自然保护区，还是国有林，都打

上了 “人化”的印记。其余部分的林地，除了水

源林、护路林等，都归直接改造和使用。３０多年
来，人类改造的痕迹十分明显。目前的景观构成，

明显地变成了森林、聚落、道路、河流、水田及某

些被破坏的山体等。森林的显著变化表现在：一是

森林覆盖率的增加，达到８８２４％。二是森林结构
的显著变化，约占１／４的基诺山国土面积变成了人
工经济林，２０１６年，橡胶种植面积达到１８４１５１亩
（１２２７６ｈｍ２），茶叶种植面积 ２８４万亩 （１８９３
ｈｍ２），水果种植面积１７８４８亩 （１１８９ｈｍ２）。聚落
的变化也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数量不断增加；二是

分布密度加大；三是聚落规模扩大。乡政府所在地

已形成小集镇。４６个自然村遍布整个基诺山。公
路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基诺山新增的一道重要景
观，最明显的是小腊公路和昆曼公路基诺山段，两

条公路从基诺山西北部到东南部呈基本平行状斜贯

基诺山，在卫星地图上十分显眼。同时，乡村公路

村村通，把基诺山切割分成了一个个的网格。水田

是１９５７年以来基诺山新增的重要景观，一直保持
在６０００亩 （４００ｈｍ２）左右的规模，最多时也就
达到７０００亩 （７６６ｈｍ２）左右，主要分布在山脚
河边的冲积台地。由于开山采石等原因，以原始森

林著称的基诺山也出现了一些 “伤痕”。

景观的变迁其实也就意味着其功能的改变。作

为传统生产方式主要形式的刀耕火种，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至８０年代初曾经经历了三次持续的扩大，其
总面积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虽然８０年代初
明确 “以林为主”，但是，直到９０年代中期，刀
耕火种仍然随处可见。进入２１世纪， “山火”已
逐渐远去。可见刀耕火种的退出，经历了曲折漫长

的过程。狩猎的变迁也是如此，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
来还曾出现由集体组织狩猎护秋的情况。随着野生

动物保护意识和措施的加强，狩猎逐渐被禁止。但

是，禁而不止的情况也时有发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初，还曾发生过某村猎杀野牛而被处罚的事件。随

着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加强，有些一度消失

的动物重新活跃起来，野生动物损害庄稼越来越成

为一个突出问题。而在笔者最近到基诺山做田野调

查时，还看到过收缴猎枪的丰硕 “成果”。种茶的

历史则得到了发扬光大。１９４９年以来，先后引种
大叶茶、速生密植茶等新品种，发展台地茶园。但

是，由于价格长期低迷，茶叶种植发展缓慢。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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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初，普洱茶价格飙升，尤其古树茶受到追
捧。于是，古树茶和台地茶都有了一次大发展的经

历。２００７年以后，茶叶价格回归理性，但是明显
要比２０００年以前高。因此，茶叶仍然是重要的支
柱产业。近年来，生态茶走红，价格不菲，当地群

众种植生态茶的热情空前高涨。但是，由于土地受

到污染，适合种植的土地有限。正如马克思指出：

“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

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２２］基诺山化肥、

农药的大量使用对土壤的污染及其肥力的影响具有

一致性。采集是传统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直

到今天仍然得到了较好的继承，采集收获除了自己

食用，还有许多拿到乡镇集贸市场销售，每逢街

天，各种野菜野果满街都是。同时，还有许多客商

买卖经营，使一些大城市的餐馆和菜市场都能看到

野果和野菜。与此同时，水田的耕种，以及橡胶、

砂仁、水果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是土地

和森林功能变迁的重要体现。公路网的建设，是

１９４９年以来基诺山土地和森林新增的重要承载功
能。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人化自然”还体现在基诺山变得越来越生态

宜居。清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年）设攸乐同知，雍正
十三年 （１７３５年）移驻思茅。攸乐同知昙花一现，
原因之一就是 “烟瘴甚盛”。基诺山历史上是有名

的 “瘴疠之乡”，不仅外来人口难以适应，即便当

地居民，也有许多不能涉足的地方。今天基诺乡政

府所在地嘎里果箐，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还是传
说中必须绕道走的地方。实际上，山脚、箐边，往

往就是历史上瘴气最毒烈的地方。除了瘴气，还有

多种流行病，也时常威胁着当地人畜的生命。此

外，原始森林中的毒蛇猛兽，也是潜在的巨大威

胁。而这一切，１９４９年以来已逐步改变。今天的
基诺山，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乡风文明、和谐

美丽、生态宜居的家园。

四、走向 “生命共同体”的民族之维与基诺经验

１９４９年以来，基诺族逐渐摆脱了对基诺山自
然环境的被动适应状态。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扶

持和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帮助下，基诺族同胞不仅翻

身作主，成为单一民族，而且实现了社会历史发展

和经济扶贫开发的两次 “跨越”。随着科技、教育

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及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上严

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瘴气等疾病也被彻底消除。

但是，山区改造，尤其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
８０年代初不断扩大的刀耕火种、毁林开荒，也对
生态环境造成了显著影响。“尽管从事刀耕火种的

原始农业，但直到１９５８年基诺山的森林覆盖面积
仍占７０％。”［２３］ 《１９８０年基诺山区工作座谈会纪
要》记载：“现在基诺山的森林不仅只有２０万亩
（１３３３３ｈｍ２）左右，只占全公社土地面积的２０％
左右了。”［２４］ “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森林
覆盖率已下降到了４０％左右。”［２５］同时，水源、野
生动物减少，虫灾、干旱、山洪等灾害频发。

《１９８０年基诺山区工作座谈会纪要》记载：“地处
基诺山脚的勐养、勐罕和勐腊县的勐仑等三个坝子

的水源正在减少，有的保水田变成了 ‘雷响田’，

曼岭大水库蓄水显著下降，勐仑曼卡河电站成了

‘供水电站’。‘植物王国’已显得支离破碎，这顶

‘王冠’已变得残破不堪，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受

到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多次批

评。”［２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以林为主”方针的

落实，尤其是大规模的橡胶树种植，其生态环境效

应也引起了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的忧虑。近年来的

狂风、暴雨、雷电、冰雹、冷冻、高温等极端灾害

天气，以及严重的山体滑坡、路基坍塌等灾害，都

十分令人深思。

“人化自然”的强化，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

欲。１９７９年中央领导视察基诺山时，看到满山遍
野的山火，深感忧虑，明确指示必须尽快解决刀耕

火种问题。其实，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警

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

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

报复。”［２６］５５９－５６０

面对自然的 “报复”，人们开始反思并校正自

身行为。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形成的一份署名 “攸

乐调查组”的 《攸乐山区农业生产经验调 （查）

总结报告》中 “对攸乐山区今后生产的意见”就

提出了 “保护森林，保护水源”的建议［２７］。１９６４
年３月，何贵同志 《在茨通乡人委扩大会议上关

于大力发展生产坚决执行政策的报告 （记录要

点）》中关于 “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指出：“一是

大量的砍懒火地，不仅破坏了森林，而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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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破坏了水源，造成水土流失，影响山、坝区生

产。三是……毁林开荒，不能支援国家建设，同时

也影响群众生活。”［２８］ 《１９８０年基诺山区工作座谈
会纪要》记载：“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实践已无情

地告诉我们，这种毁林开荒，破坏自然生态平衡，

不但已给当代的基诺人民本身和周围三个坝子各族

人民带来了水源减少、单产下降、灾害频繁的灾

难，而且还将继续为今后直至子孙后代带来更大的

灾难，我们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２４］可见人们对

破坏生态环境的严重性已有清醒认识。恩格斯指

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

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

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

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２６］５６２

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的基诺山发展规划中，增加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内

容。“以林为主”方针的贯彻落实、生产实践中的

经验教训及长期的宣传教育，使人们的生态环境保

护意识逐渐增强。２１世纪以来创建省级和国家级
生态乡镇的努力及成效，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人与

自然关系和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近年来生

态茶与台地茶的巨大差价，更驱动着人们对绿色生

态的自觉选择。

在田野调查中，有的报告人说，虽然自己家的

几亩早包谷全部被野生动物损害，补偿甚微，并且

长时间得不到落实，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野生动物

和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基诺山也就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吸引外地人，将来发展旅游业，还得靠这些东

西。尽管人们是从切身利益的角度理解自然，但人

们对自然环境与自身关系的认识逐渐深化。恩格斯

说：“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

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

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

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

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

的自然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

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

一体性。”［２６］５６０－５６１虽然人们的认识和觉悟还远远没

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确实已经初见端倪。这为绿

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日益坚实的观念

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

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

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要建设的现代

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要 “还自然以宁静、

和谐、美丽。”［１］

五、结语

马德哈夫·加吉尔、拉马钱德拉·古哈认为：

“资源利用模式范畴意在补充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

缺乏生态要素的不足。”［２９］研究表明，不仅经典作

家对人与自然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有丰富深刻的阐

述，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中，提

供了诸如 “基诺模式”的生动实践。民族对自然

环境的 “人化”，是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是按照

人的意图对自然环境的外在景观到内在结构和功能

等的全方位的改变。这与自然环境对民族的 “型

塑”由强到弱的运动变化恰恰相反。两者统一于

民族与自然其余部分之间互动演变的历史进程，是

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那么，这两种力量的

走势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自然环

境对民族的 “型塑”力量逐渐减弱，是否终将完

全消失？“人化自然”的力量逐渐加强，是否终

将成为人与自然互动演变的唯一动力？基诺山的

经验表明，虽然两者之间曾有此消彼长，却最终

趋于均衡，从而成为走向 “生命共同体”的基本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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